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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供水安全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考（韩光辉 王洪波）

 

摘要：近年来，北京地区上游来水量大幅度下降，深层地下水资源日益枯竭，城市规模仍迅速扩大，水资源供给已到了极为

严峻的地步。在对“十二五”时期北京用水量进行分析后，我们认为，南水北调并不能根本缓解北京水资源紧张局面。通过梳理历

史经验，结合国外成功实践，提出加大生态补偿力度，打破完整流域被行政区划条块分割的现状，从全局出发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制

度，对缓解北京水资源紧张的局面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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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化国际城市，北京地区自金元建都以来，尤其解放后，曾发生过多次对社会

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水危机。目前，北京所面临的水资源形势仍十分严峻。适时地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

源，已成为影响北京可持续发展极其重要的因素。 

北京地区水资源的现状分析 

北京是世界上严重缺水的大城市之一，是世界人口规模前15 位的城市中唯一处于年降水量不足600毫米半湿润地区城市。据

北京市水务局数据，2011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119 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000 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

为资源型重度缺水地区，水资源紧缺成为制约首都可持续发展的第一“瓶颈”。近年来北京地区的水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水资源总量、上游来水量大幅度下降，城市生态难以持续 

21 世纪以来，北京地区降水和来水量严重不足，水资源总量大幅度下降。据北京市水务局数据，2001～2011 年，北京地区

年均降水量495mm，比多年平均（1956～2000 年，下同）年降水量减少了90mm；形成地表水资源量7.7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

16.5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22.7 亿立方米，分别比多年平均值减少了56.3%、14.9% 和39.2%。 

更为严重的是，北京地区上游来水量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2001～2011 年期间，地表水入境水量为4.4亿立方米，仅为

多年平均地表水入境量（21.1 亿立方米）的五分之一稍多；上游密云水库年均来水量3.2 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减少了67.9%；官

厅水库年均来水量0.97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减少89.7%。 

由于水资源总量的短缺，人类活动大量占用了本属于自然的生态用水。有研究认为，近年来北京地区出现的持续干旱、地面

下沉、水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过量用水占有了维持城市生命支持系统及生态服

务功能的水量造成的结果。[1] 

（二）地下水埋深屡破记录，城市应急水源开采接近极限 

进入21 世纪以来，北京平原地区地下水的平均埋深从11.9 米下降到了24.9 米，年均下降速度达到了1.1 米。据北京市水务

局数据，2010 年7 月末，地下水平均埋深达到25.3 米，达到了有观测资料以来的最大值。与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相对应，平原区地



下水降落漏斗（最高闭合等水位线）面积也在不断扩大，2001 年平原区漏斗面积为820.0 平方公里，到2011 年达到1058.0 平方

公里，占平原区总面积（6390.3 平方千米）的六分之一强。 

2003 年以来，怀柔、平谷、昌平等应急水源地陆续建成，开采初期地下水埋深10 米左右，近年来其水位以每年3～5 米的速

度下降，目前应急水源地地下水埋深已超过40 米，接近了设计开采值。而自应急水源地开采以来，其周边农用机井一半以上出水

不足，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生产和生活，加剧了城乡在水资源分配上的矛盾。 

（三）城市规模继续膨胀，城市用水刚性需求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实际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预测水平。1982 年修编的《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要求“20 年内全市

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 万人左右”，这一指标在1986 年即被突破。2003 年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要求“2020 

年北京实际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 万人左右”。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就已经达到1961.2 万。与2000 年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 年共增加604.3万人，增长44.5%。平均每年增加60.4 万人。以这种人口增长速度，仅城市居民生活

用水量每年就要增加0.6 亿立方米，而近10 年来官厅水库年均来水量不过1.3 亿立方米，相当于每两年就要消耗一座官厅水库。 

综合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预计“十二五”期间，北京市用水总量将达到37.2～41.1 亿立方米，

是目前北京年均水资源总量的近两倍。其中，仅生活用水量即达到16.2～18.6 亿，相当于枯水年份北京年均水资源总量。 

解决北京水资源短缺的探索 

已有研究表明，当城市水资源使用量超过水资源生态承载力时，城市为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必然要开辟新的水源或从外

地调水，使城市重新处于水生态盈余状态，如此反复，呈现“S”型曲线发展模式。[2] 2000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

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也明确提出，城市供水“必须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科学开源、综合利用的原

则”，节水和治污已是社会共识，但“科学开源”却是一个新课题。 

（一）南水北调的利益与困难 

跨流域调水是目前解决水资源地区性分布不均的重要措施，大规模跨流域调水工程在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兴起。目前世界上

已有24 个国家和地区兴建了160 多项跨流域调水工程。比较著名的包括巴基斯坦西水东调工程、美国加州调水工程、澳大利亚雪

山调水工程、加拿大丘吉尔调水工程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额尔齐斯调水工程等。这些调水工程的实施使水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人类

的意志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分配，使人们获得了相当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 

然而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国外大规模跨流域调水计划开始进行收缩，许多跨流域调水计划重新修改，有些计划甚至被放

弃。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水源调出区的强烈反对；二是投资大幅度增加，超出了工程收益地区的经济承受能力；三是人们对工程

经济上的可行性存在疑问；四是难以确定跨流域调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大小。[3] 

我国自1976 年提出《南水北调近期工程规划报告》以来，对南水北调一直存在着不同认识。尽管如此，2002 年国务院《关

于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的批复》指出，“南水北调工程是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关系到今后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当年12 月28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率先开工；2003 年12 月30 日，中线工程也随

之而起。 

在南水北调东、中、西三条线路中，中线工程自丹江口水库引水，沿伏牛山、太行山山前平原开渠输水，终点是北京。具有

水质好、覆盖面大、自流输水等优点，是缓解华北水资源危机的一项重大基础设施，2015 年完工后每年可向北京供水10 亿立方

米。这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北京地区供水紧张的局面。然而，正如上文所分析，“十二五”期间北京用水总量将达到近40 亿

立方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供水量仅能够解决北京缺水量的一半。从另一方面来看，大规模跨流域调水不论在工程技术、自然生态

还是社会管理方面都面临着重重困难。国外学者在20 世纪80 年代即指出，“跨流域调水工程除非被看做是趋于枯竭水资源的‘抢

救行动’才可能得到考虑”，指望南水北调工程从根本上缓解北京市水资源紧缺矛盾无疑是不现实的。[4] 而作为中国北方经济核

心地区的京津冀城市群，如果失去了稳定的水源供应，将供水安全保证寄希望于南水北调工程，也是十分危险的。 

（二）历史时期北京地区解决水危机的实践与经验 

由于坐落在永定河冲积扇这一特殊地貌上，北京地区历史上曾经湖泊众多，地表泉水数以百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规

划、园林设计、运河漕运、休憩休闲的需要。[5] 金元以来，随着北京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水资源短缺成为

困扰历代统治者的一大难题。 



金代定都北京以前，北京城址位于莲花池以下。莲花池河从城西绕到城南，然后傍城南门外东流，为城市提供了便利的地表

水源。[6] 金代定都北京后，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人口由16 万人猛增至40 万人，莲花池水系已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统治者

将目光放在了北面的高梁河水系上，进行了一系列河湖水系的调整与改造，高粱河水成为漕运的重要水源。 

元代创建大都城，北京成为全国性政治中心，到泰定四年（1327 年）城市人口达95 万人。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使大都城

在选址时完全放弃了原莲花池附近的旧城，城址转移到东北郊的高梁河水系。面对运河水源不足的问题，郭守敬建议从昌平白浮泉

引水，顺平缓下降的地形，西折东转，迂回南流，沿途接纳各处泉水，经瓮山泊，沿旧渠道下注高粱河，流入大都城内积水潭，再

由积水潭开凿通惠河，抵达通州。这一建议取得了巨大成就，南方粮船由通州可直达都城，积水潭上“舳舻蔽水”。[7] 

明代至清代中前期，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相对稳定，北京城水源开辟并没有太大建树。自清代中期开始，为兼顾城内湖泊河

渠和西郊园林用水，统治者开始考虑开辟新水源。试图将西郊一带泉水汇集，扩大瓮山泊，在其东岸以东低洼地带另建新堤，作为

拦水坝，拦蓄上游泉水，扩大后的瓮山泊改称为昆明湖。同时将西山卧佛寺附近以及碧云寺和香山诸泉利用引水石槽引水东下，汇

玉泉山诸泉，东注昆明湖。整个工程规模虽然不大，却已尽郊区引水之能事。 

总结北京历史上三次水危机不难看出，每当人口膨胀、城市规模扩大后，北京不可避免地受到水资源短缺的限制，而历次水

危机的缓解，靠的正是对北京附近水系的调整与改造。那么，今天北京附近的水系还能否为北京提供更多的水资源呢？ 

北京上游地区生态补偿与水源涵养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将外部性和非市场价值转化为经济激励提供给生态服务提供者，使利益相关者的获益与受损达到平衡的机

制，已得到越来越多关注和认可。通过向上游水源区提供生态补偿，改变上游土地利用方式和生产方式，协调上下游之间的用水冲

突已成为解决下游缺水的一种重要途径。 

（一）生态补偿理论、方法及国外应用案例 

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对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收益，从而激励保护行为的主体，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

部经济性，从而达到保护资源目的的做法。对于生态补偿制度的实现，尽管可以是货币、实物、人力、技术等多元化的，但应以货

币补偿为主，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制度，实现补偿资金的最优化使用。[8] 

通过上下游之间的流域生态补偿，缓解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水资源分配上的矛盾，在国外已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如

纽约市北部的卡茨基尔流域为纽约市提供了90% 的水源，为了改善水质，处于下游的纽约市出资帮助上游的农户进行农场污染的治

理，同时帮助改善他们的生产管理和经营，经过5 年的项目实施，流域水质达到目标要求。哥斯达黎加为增加萨拉皮基流域的年径

流量，减少水库的泥沙淤积，流域内私营电力公司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上游的私有土地主报酬，要求将他们的土地用于造林、从事

可持续林业生产或保护有林地。[9] 

（二）北京上游水源地加强生态补偿力度的综合分析 

北京向上游水源地区的生态补偿，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从流域划分上看，北京市隶属于海河流域，自东向西分布

有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五大水系，共有较大支流100 余条，除北运河上游温榆河发源于本市军都山外，其他

四条水系均自境外流入。目前全市境内共有18 座大中型水库，其中密云、官厅两大水库占到了全市地表地下总供水量的1/4，占全

市地表供水总量的2/3。由于生态恶化、气候干旱以及上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北京地区入境水量呈现出急剧减少的趋势。如前

文所述，密云、官厅两大水库常年平均来水量可达19.3 亿立方米，而近10 年来，两库年均来水量仅有4.2 亿立方米, 减少15.1 

亿立方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量的1.5 倍。 

在北京上游水源地建立跨区域有偿用水和生态补偿机制，北京市与张家口市、承德市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首先是2006 年，

北京市投资赤城县启动实施了“退稻还旱”工程，在黑河流域退稻还旱1.7 万亩，每亩补偿330 元；至2007 年，又在白河流域退

稻还旱1.5万亩，全县共退稻还旱面积达3.2 万亩，并扩大实施到潮河上游承德市的两个县。在潮河流域的滦平、丰宁两县推行稻

改旱3.6 和3.5 万亩，三县共计10.3 万亩，每亩补偿450 元，共补偿资金4635 万元。2008 年开始，每亩补偿增加到550 元，三

县共补偿资金5665 万元。 

有研究表明，“退稻还旱”后，每公顷土地每年可节约农业灌溉用水15000 立方米。如果按潮河流域退稻还旱的补偿标准550 

元/ 亩，有74% 原种稻的农民愿改种玉米，仅河北省隆化县每年便可节约农业用水1.4 亿立方米。补偿标准越高，当地农民退稻还

旱的积极性也越高。当补偿标准提高到700 元/ 亩时，“退稻还旱”的比例可提高到91%。2009 年，河北省水田总面积为11.2 万

公顷，当补偿标准提高到700元/ 亩后，每年可提供生态服务用水约15 亿立方米，即便扣除蒸发、下渗、上游生活和工业用水等的



影响，每年仍可有相当部分的水资源进入北京地区。此外，随着“退稻还旱”项目的推广，上游地区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将大幅度的

减少，这无疑也将减轻上游来水的污染，提高上游来水水质。[10] 

在北京上游水源地与“退稻还旱”项目同时进行的，还包括“退耕还草”、水土流失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等项目。加大对

这些项目的生态补偿力度，无疑也会为北京提供更加丰沛清澈的水资源。 

（三）建立生态补偿制度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从目前国外已实施的调水工程及生态补偿工程来看，其范围大都以州为单位，便于协调各地关系，减少了地区之间的利益纠

纷。而北京地区则面临着完整流域被行政区划条块分割的现状，给上游水源补给区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和上下游之间水资源的整合调

度带来了极大困难。以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为例，密云水库上游共涉及河北省张家口市的沽源、赤城、崇礼、怀来、宣化、涿鹿，

承德市丰宁、滦平、兴隆和北京市的密云、怀柔、延庆等两省市12 个县，而官厅水库上游在行政区划上更是分属河北、山西、内

蒙古、北京四省市的32 个市县区。 

由于下游地区对水源涵养区生态环境质量要求高，协调机制不通畅，对水源区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自加大京津水源和

环境保护力度以来，为保证水库水质，水源区大量项目因环保下马，大批企业因环保关停，冀北坝上地区大面积减少水浇地，大部

分农民重新依靠天然降水进行耕作。[11] 这也导致当地干部群众颇多怨言，打击了他们向下游供水的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协调并完善不同行政区间的合作，实现水源供给区与受水区的互利共赢，就成为解决北京地区水资源

短缺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 

尤其对于北京市而言，应彻底摆脱历史时期封建帝都高人一等的观念意识，不应将上游地区的付出看做理所应当，切实执行

生态补偿原则中“谁受益，谁补偿”的市场经济原则。[12] 参照国际惯例完善对上游水源地的生态补偿机制。 

而对于上游水源地而言，应让北京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补偿所带来的现实效益。有研究认为，补偿活动是广大群众体现自身

价值、实现某种理想、满足潜在欲望的一条有效途径。[13] 如果补偿活动能成为满足复杂动机的不同人的潜在欲求，成为有利可

图的社会性途径，而且补偿回报率高，那么广大群众就会广泛参与补偿活动，补偿活动就会成为人们的自然选择。 

结论 

面对北京市严峻的水资源供给形势，指望南水北调工程从根本上缓解水资源紧缺矛盾是不现实的；而失去了稳定的水源供

应，将供水安全保证寄希望于南水北调工程也是危险的。历史经验和现代研究均表明，在北京周边地区开辟新水源并非没有可能。

通过加强对北京上游水源地的生态补偿力度，完善补偿机制和补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上游来水量，对缓解北京供水紧张的局

面大有益处。面对完整流域被行政区划条块分割的现状，从全局出发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实现上游水资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的环

境治理，协调上下游利益关系，成为解决北京水资源危机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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